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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区数字经济的演变：１９９４～２０１８
①

毛丰付　张　帆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研究目标：准确分析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地区间的差异性和协调性以及数字经济
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方法：基于全国工商企业注册微观数据，使用自然语
言处理技术筛选出数字经济企业，在此基础上构建１９９４～２０１８年３１个省份样本面
板数据集，运用泰尔指数和协调度指数对省域间差异进行分析，并采用ＰＶＡＲ模
型探讨了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从数字经济发展的基
本情况看，数字经济企业的进入率明显高于退出率，且省际差异明显，数字经济处
于不平衡且快速发展阶段。第二，从数字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性看，企业进入率的
地区差异有所缩小，主因是地区内差异有所缩小，企业退出率的地区差异有所增
加，主因是地区间差异有所增加。数字经济企业的进入率和退出率都以正向偏离为
主，数字经济发展越快的地区，其经济规模越大。从数字经济发展的地区收敛性来
看，在相邻省份层面，企业进入率的协调性处于较高水平，而企业退出率则处于较
低水平，表明相邻省份间，数字经济发展在企业进入方面的模仿性更强。第三，从
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提高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和退出率，都有助于推动
经济增长，提高企业进入率主要通过增强市场竞争的渠道推动经济增长，而提高企
业退出率则主要是通过淘汰落后产能的渠道推动经济增长。研究创新：基于全国工
商企业注册信息，创建了一套全样本的中国数字经济企业数据库，从多个视角刻画
中国数字经济的演变过程和相关规律。研究价值：利用数字经济微观企业数据加总
的产业口径相对精准地描述了中国数字经济的时空演变规律，为后续中国数字经济
发展研究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数字经济　泰尔指数　偏离度指数　协调度指数　ＰＶＡＲ模型
中图分类号　Ｆ０６１．５　　文献标识码　Ａ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在２１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世界经济正在加速向以网络信息技术产业为重要内容的经
济活动转变，其间如美国发布了云计算、大数据等细分领域战略，英国发布了数字经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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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法国推出了数字化计划等。１９９４年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中国逐步成为数字化大
国，不仅在规模上实现跃迁式发展，在创新模式上，也由模仿转向自主创新。数字经济正迅
速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原动力。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据 《中国数字经济
发展白皮书 （２０２０）》显示，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已由２００５年的２．６万亿元增加至

２０１９年的３５．８万亿元，占ＧＤＰ比重也由２００５年的１４．２％提升到２０１９年的３６．２％①。改
革开放４０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极大地受益于工业化快速推进带来的 “结构性加
速”（袁富华，２０１２）。当前，经济结构的服务化趋势逐渐增强，同时外部挑战越发严峻，亟
须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结构性潜能释放 （左鹏飞等，２０２０）。党的十九大提出 “要推动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经济作为构建信息时代国家竞争新
优势的先导力量，为优化产业结构、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数字经济是信息通信技术应用与发展的产物，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推

动力。自１９９４年美国学者唐·泰普斯科特提出数字经济概念以来②，许多政府、机构和学
者纷纷对数字经济概念进行界定，各种定义的共同点是将数字经济理解为一种基于数字技术
的经济 （姜奇平，２０２０）。一般认为 “数字经济”涵盖两类含义。一是指经济活动。数字经
济是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应用数字技术开展的经济活动总和 （逄健和朱欣民，２０１３；
赵星，２０１６）。２０１６年Ｇ２０杭州峰会发布的 《Ｇ２０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中指出，“数
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
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二是指社会形态。数字经济是一种继农业和工业经济之后更高级的经济形态 （裴长洪等，

２０１８），它以网络信息技术为基础，以数据为生产要素，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不断提高经济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实现经
济可持续发展 （易宪容等，２０１９；童锋和张革，２０２０）。
随着数字经济重要性日益凸显，准确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引起了政府机构和

学术界的重视。现有研究在统计的尺度和标准上多数偏向于宏观层面，大体上可分为两
类。一类是直接估算，即在一定的统计范围内估算数字经济规模。如美国经济分析局基
于对数字经济范围的界定，测度了美国数字经济规模 （ＢＥＡ，２０１９），澳大利亚统计局采
用同样的方法对数字经济增加值进行了测算 （ＡＢＳ，２０１９）。国内类似视角的研究也开始
出现，如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 （２０２０）》，从数
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等方面对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进行了估算。许宪春和张美慧 （２０２０）
通过界定数字经济核算范围并构建核算框架，对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和总产出等指标进
行了测算。另一类是对比估算，主要是构建多维指标体系，对比分析不同地区的数字经
济情况。如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４）构建ＩＣＴ与数字经济指标体系，从投资智能化基础设施和

ＩＣＴ相关的创新能力衡量各国的数字经济发展程度。类似地，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
（ＩＴＵ，２０１７）也以ＩＣＴ为基础，针对ＩＣＴ接入、使用和技能构建了ＩＣＴ发展指数以此评
估各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此外，也有少量研究采用小样本推断。总体而言，数字经济还
缺乏更精准的测度。
数字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形态，迫切需要更准确的描述和精确的度量。量化体系的缺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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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研究停留在一般性的概念探讨层次，不利于对数字经济本质的准确把握以及发展趋势的深
入研判。量化缺乏的重要原因是数字经济的测度标准存在分歧，数据存在颗粒度大的问题，
致使缺乏合适的数据与框架来深入描述和理解中国的数字化增长现象。客观上看，在工业
经济迈向数字经济的结构转型时期，确实无法简单用已有的三次产业框架来匡算和界定数
字经济。幸好，数字经济迅速发展的现实为此提供了一个契机。２０１８年浙江省统计局、浙
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联合出台了 《浙江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统计分类目录》（下文简称
《目录》），在现有产业统计目录的基础上对数字经济产业做了界定。浙江省在省域数字经济
发展中走在前列，不但是全国唯一的 “两化”深度融合示范区和信息经济示范区，还入选
首批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本文基于工商企业注册数据，依据 《目录》标准遴选
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微观企业，汇总了一套近似全样本的中国数字经济企业数据库。基
于该数据，可以相对精准地描述中国数字经济的时空演变情况，为理解中国数字经济发展
奠定了基础。
基于微观企业活动，如何筛选出合适的企业样本衡量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中国各地

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如何？数字经济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怎样？上述问题构成了

本文的研究重点，前两个问题侧重于对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轨迹进行更为准确的刻画，后一
个问题则侧重于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关于数字经济和经济增长，
根据索洛增长模型的理论框架有三条潜在的路径。一是增加要素投入；二是提高配置效率；
三是提高生产率，以上路径会因数字经济引致生产端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消费端的长
尾效应得到不同程度的强化，实现经济增长 （荆文君和孙宝文，２０１９）。已有研究多根据现
有或测算数据推断数字经济促进了经济增长，如发现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快
速提高 （许宪春和张美慧，２０２０；刘军等，２０２０），但两者关系的直接实证检验较为缺乏。
本文利用所构建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标，结合面板向量自回归 （Ｐａｎｅｌ　Ｖｅｃｔｏｒ　Ａｕｔｏ　Ｒｅｇｒｅｓ－
ｓｉｏｎ，简称ＰＶＡＲ）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设计

１．数据处理
根据浙江省出台的 《目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包括了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电子信息机电制造业、专用电子设备制造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互联网
及其相关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文化数字内容及其服务业７大类１２８个小类行
业。本文通过对全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处理，从中筛选出数字经济企业样本，最终汇总至省
域层面，就省域数字经济企业演变进行分析。为得到与研究相关的数字经济企业数据，共进
行了三个阶段的处理。第一阶段，根据 《目录》提取出关键词，然后从中筛选出数字经济企
业，共得到４４１万家企业。第二阶段，使用百度地图 ＡＰＩ获取企业位置信息，然后根据企
业地址提取出企业所在省、市、县 （区）信息。第三阶段，剔除数据异常和缺失样本，然后
从中筛选出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字经济企业，共得到４３９万家企业，以此作为本文的研究样
本。具体研究中，将企业数据汇总到省级层面，具体得到数字经济企业总量、新增企业数量
和退出企业数量，利用新增企业数量比上企业总量得到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利用退出企业
数量比上企业总量得到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

２．测算方法
借鉴聂长飞和简新华 （２０２０）的处理方式，采用泰尔指数将数字经济发展 （数字经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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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进入率和退出率）的总体差异分解为地区内差异和地区间差异。具体分解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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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１）中，Ｔ表示数字经济发展的总体差异泰尔指数，ｉ表示省份，ｎ表示全国省份总
数，ｘｉ表示省份ｉ的数字经济发展，ａｖｅ＿ｘ表示全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平均值。泰尔指数大
小位于 ［０，１］，该值越小，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总体差异越小。式 （２）中，Ｔｊ 分别表示三
大地区 （ｊ＝１，２，３）的数字经济发展的总体差异泰尔指数，ｎｊ 分别表示东部、中部和西
部地区省份数量，ｘｉｊ表示地区ｊ内省份ｉ的数字经济发展，ａｖｅ＿ｘｊ 表示地区ｊ数字经济发
展的平均值。式 （３）中，数字经济发展的泰尔指数进一步分解为地区内差异泰尔指数Ｔｗ
和地区间差异泰尔指数Ｔｂ。
为了进一步分析数字经济发展与经济规模之间的关系，本文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偏离度

指数。借鉴Ｏｌｌｅｙ和Ｐａｋｅｓ（１９９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研究，本文采用式 （４）将数字经
济发展进行分解：

ａｇｇ＿ｘｊｔ ＝∑ｉ＝Ｉｊ
θｉｔ×ｘｉｔ

＝ａｖｅ＿ｘｊｔ＋∑ｉ＝Ｉｊ
（θｉｔ－ａｖｅ＿θｊｔ）×（ｘｉｔ－ａｖｅ＿ｘｊｔ）

＝ａｖｅ＿ｘｊｔ＋ｄｅｖ＿ｘｊｔ

（４）

其中，下标ｉ、ｊ和ｔ分别表示省份、地区和年份，Ｉｊ表示ｊ地区的省份集合。ａｇｇ＿ｘｊｔ
表示以地区ｊ内所有省份的总产出份额为权重进行加权得到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θｉｔ是权重
系数，反映了资源在省份间的配置情况，这里用省份ｉ在地区ｊ中的总产出份额来衡量，

ａｖｅ＿θｊｔ表示地区ｊ内所有省份的平均总产出份额；ｘｉｔ为省份ｉ的数字经济发展，ａｖｅ＿ｘｊｔ表
示地区ｊ内所有省份的平均数字经济发展。我们将省份数字经济发展与总产出份额的协方差
项记为ｄｅｖ＿ｘｊｔ，利用该项衡量数字经济发展的偏离度指数，其经济学含义为：如果ｄｅｖ＿

ｘｊｔ为正值，表明地区内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其总产出份额也越大，数字经济发展程度
越低，其总产出份额也越小的省份，此时数字经济发展是正向偏离。由于偏离度指数相当于
一种地区层面的加权平均值，故本文重点对三大地区的结果进行分析。
关于数字经济发展协调度指数的测算方法，本文主要借鉴王薇和任保平 （２０１５）的研

究，构建各个省份数字经济发展协调度指数：

Ｃｉ＝ （ｘｉ×ｘ－ｉ）／
ｘｉ＋ｘ－ｉ（ ）２

２

（５）

式 （５）中，Ｃｉ表示数字经济发展的协调度指数，其大小位于 ［０，１］，Ｃｉ值越接近１，
表明省份ｉ的数字经济发展与其相邻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偏差越小，省份之间数字经济
发展协调度处于较高水平。
本文利用ＰＶＡＲ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效应。ＰＶＡＲ模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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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Ｒ模型的拓展，本文使用的ＰＶＡＲ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ｙｉ，ｔ ＝αｉ＋β０＋∑
ｐ

ｊ＝１βｊｙｉ，ｔ－ｊ＋ｖｉ，ｔ＋μｉ，ｔ （６）

式 （６）中，ｙｉ，ｔ是包含内生变量的向量，即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退出率和经济增长。

αｉ是用于反映个体异质性的变量。ｖｉ，ｔ用于反映个体时点效应，以体现在同一时点的不同截
面上可能受到的共同冲击。μｉ，ｔ是随机扰动项，假设服从正态分布。利用ＧＤＰ增长率衡量经
济增长，该数据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①整理所得。

三、地区数字经济差异性分析

１．测算结果
根据表１，从整个时间段各省份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均值的大小看，我国所有省份的均

值都大于０．１，表明数字经济企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其中，贵州的均值最大为０．２２１４，江
苏的均值最小为０．１６５１。根据互联网发展的重要节点，本文将研究样本划分为四个阶段：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分别对应互联网１．０时
代～４．０时代。分时间段看，在互联网１．０时代，河南的均值最大为０．２３７７，甘肃的均值最
小为０．１３７９，前者是后者的１．７２倍；在互联网２．０时代，新疆的均值最大为０．２６１５，海南
的均值最小为０．１６３６，前者是后者的１．６０倍，差异有所缩小，且最大值和最小值都有所增
加；在互联网３．０时代，重庆的均值最大为０．１８９１，新疆的均值最小为０．１１０４，前者是后
者的１．７１倍，差异有所扩大，但最大值和最小值都有所减少；在互联网４．０时代，江西的
均值最大为０．３１０４，江苏的均值最小为０．２２２６，前者是后者的１．３９倍，差异有所缩小，且
最大值和最小值都有所增加。从变动趋势来看，互联网２．０时代相对于互联网１．０时代，有

２７个省份的均值有所上升；互联网３．０时代相对于互联网２．０时代，发生了明显转变，有

３０个省份的均值有所下降；互联网４．０时代相对于互联网３．０时代，又发生了转变，全部
省份的均值都有所上升。以上结果表明，在考察期内，数字经济企业以较快速度成长，进入
率始终大于１０％，但发展的地区差异明显，且互联网２．０时代和互联网４．０时代是数字经
济发展最快的阶段。

表１ 各省份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的测算结果

省份

均值 时间层面标准差

１９９４～
２０１８年

１９９４～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年

１９９４～
２０１８年

１９９４～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年

北京 ０．１９７５　０．２０８６　０．１９８９　０．１５３４　０．２３９１　０．０４６６　０．０５１３　０．０２９５　０．０２８７　 ０．０４０２

天津 ０．１８０３　０．１５２９　０．１６６９　０．１６８７　０．２７６１　０．０６４７　０．０５３４　０．０４２２　０．０６７９　 ０．０２６７

河北 ０．１８７６　０．１６９４　０．２１４２　０．１１９１　０．２８０５　０．０６８３　０．０５８３　０．０４１２　０．０３７６　 ０．０１５２

辽宁 ０．１９７４　０．２０２０　０．１９７５　０．１５７９　０．２４６８　０．０５４７　０．０５７９　０．０４６４　０．０５５１　 ０．０１８９

上海 ０．１９９９　０．２２００　０．１８８８　０．１６６６　０．２２９１　０．０５６４　０．０５１７　０．０６２６　０．０５５３　 ０．０３９０

江苏 ０．１６５１　０．１５１３　０．１７９６　０．１２８０　０．２２２６　０．０５０７　０．０２９３　０．０６５１　０．０３３８　 ０．００６７

·７·中国地区数字经济的演变：１９９４～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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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省份

均值 时间层面标准差

１９９４～
２０１８年

１９９４～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年

１９９４～
２０１８年

１９９４～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年

浙江 ０．２０３５　０．１９５１　０．１９７０　０．１５９６　０．２９７２　０．０５８８　０．０２５９　０．０５８８　０．０４３５　 ０．０１３５

福建 ０．２１１８　０．１９７３　０．２０３８　０．１７６０　０．３０８８　０．０６５１　０．０３７８　０．０５８９　０．０６６２　 ０．０２２２

山东 ０．２０１０　０．１８５２　０．２１６０　０．１４３３　０．２９２８　０．０７０１　０．０６０１　０．０６１０　０．０４８６　 ０．０２００

广东 ０．１９１２　０．１７１８　０．１８５２　０．１６１６　０．２８５２　０．０５６１　０．０２８３　０．０４７７　０．０４８９　 ０．０１２６

海南 ０．１７２７　０．１５５３　０．１６３６　０．１２４８　０．２９５２　０．０６５８　０．０４１７　０．０３５４　０．０１６４　 ０．０４４７

山西 ０．１９４２　０．１７２５　０．２３８１　０．１４２０　０．２３９３　０．０６３９　０．０４８３　０．０６２３　０．０５５０　 ０．０２１８

吉林 ０．１９８５　０．１４９５　０．２３３０　０．１８５０　０．２５６３　０．０６５１　０．０４４９　０．０４５７　０．０８０５　 ０．０１４１

黑龙江 ０．１８８４　０．１７７９　０．２２１４　０．１３２７　０．２３５０　０．０６４９　０．０５９３　０．０６７０　０．０５１１　 ０．０１５４

安徽 ０．２０６１　０．１９０６　０．２４４１　０．１２７４　０．２８８３　０．０８７１　０．０７４１　０．１００１　０．０３５０　 ０．０１９６

河南 ０．２１３４　０．２３７７　０．２０７３　０．１４２９　０．２８１１　０．０７５３　０．０７９３　０．０６３３　０．０５３５　 ０．０１２８

江西 ０．１８９２　０．１４１８　０．２０１３　０．１５７５　０．３１０４　０．０７２５　０．０４５８　０．０５６９　０．０３７８　 ０．０１７９

湖北 ０．２０４９　０．１７６１　０．２２５３　０．１６７０　０．２８４０　０．０６２３　０．０４２１　０．０６３５　０．０４７４　 ０．０２６８

湖南 ０．１９９３　０．１９４７　０．２２０１　０．１３０３　０．２７５４　０．０８９５　０．１１０５　０．０８２６　０．０４４３　 ０．０１９２

内蒙古 ０．１８７４　０．１７６２　０．２１２７　０．１３９６　０．２３７１　０．０５７１　０．０６０５　０．０４４９　０．０４３４　 ０．０２５９

广西 ０．１８７６　０．１９０１　０．２１２０　０．１１４１　０．２５０３　０．０８５０　０．０６６５　０．１１５４　０．０４０３　 ０．０２５４

四川 ０．１９７９　０．１７４４　０．２１５８　０．１４２９　０．２９６１　０．０７３４　０．０４３９　０．０７７５　０．０５６５　 ０．０１３４

重庆 ０．２１７３　０．１９３７　０．２４８０　０．１８９１　０．２５３１　０．０５８２　０．０３７３　０．０８５２　０．０３４３　 ０．０２００

云南 ０．１９６６　０．１９１７　０．２２０７　０．１４９９　０．２３４４　０．０６１４　０．０５１５　０．０８２９　０．０２９７　 ０．０３２５

甘肃 ０．１７６１　０．１３７９　０．２１８１　０．１３８０　０．２３６２　０．０６８４　０．０４１８　０．０８３９　０．０３７３　 ０．０３４３

西藏 ０．１７７４　０．１５８４　０．１７７４　０．１４４９　０．２６４３　０．１２５２　０．２１１５　０．０４２１　０．０３６５　 ０．０４６０

陕西 ０．１８１０　０．１５８３　０．１９７３　０．１３８７　０．２６１４　０．０６８２　０．０２９１　０．０８３３　０．０４８９　 ０．０５５９

贵州 ０．２２１４　０．２１３６　０．２４０７　０．１６３５　０．２９０１　０．０９４０　０．０９０５　０．０９７９　０．０９２３　 ０．０６４７

宁夏 ０．２０４８　０．２１４３　０．２２０５　０．１４０８　０．２５４１　０．０８０５　０．０６９９　０．０９６７　０．０６４９　 ０．０４９９

青海 ０．２０７０　０．２０３３　０．２４７２　０．１４１９　０．２４１５　０．０９９７　０．１２８５　０．１０４１　０．０５０３　 ０．０３５０

新疆 ０．２０９６　０．２０３１　０．２６１５　０．１１０４　０．２８０４　０．１０１６　０．０６５１　０．１２２４　０．０３７５　 ０．０８７３

　　从整个时间段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时间层面标准差的大小看，西藏的标准差最大为

０．１２５２，北京的标准差最小为０．０４６６，两者之间的差异要大于均值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
差异。分时间段来看，在互联网１．０时代，西藏的标准差最大为０．２１１５，浙江的标准差最
小为０．０２５９，前者是后者的８．１７倍；在互联网２．０时代，新疆的标准差最大为０．１２２４，北
京的标准差最小为０．０２９５，前者是后者的４．１５倍，差异有所缩小，主要是因为最大值缩小
幅度明显；在互联网３．０时代，贵州的标准差最大为０．０９２３，海南的标准差最小为０．０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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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是后者的５．６３倍，差异有所扩大，且最大值和最小值都有所减少；在互联网４．０时代，
新疆的标准差最大为０．０８７３，江苏的标准差最小为０．００６７，前者是后者的１３．１１倍，差异
继续扩大，且最大值和最小值都有所减少。从变动趋势看，互联网２．０时代相对于互联网

１．０时代，有２１个省份的标准差有所上升；互联网３．０时代相对于互联网２．０时代，发生
了明显转变，有２６个省份的标准差有所下降；互联网４．０时代相对于互联网３．０时代，有

２５个省份的标准差有所下降。以上结果表明，不同省份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随时间波动的
差异明显，而且呈现波动逐渐减小的趋势，在互联网３．０时代和互联网４．０时代，绝大多数
省份的进入率随时间波动的程度都有所减轻。结合对均值的分析结果，总体而言，进入互联
网４．０时代后，相较于前三个时代，互联网企业进入率的均值更大且波动更加平稳。
下面本文进一步从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的角度对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进行分析。

根据图１，从三大地区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均值的大小看，没有哪个地区一直是均值最大或
最小的地区，其中，中部地区出现最大值的次数最多为１１次，中部和西部地区出现最小值
的次数相同为９次。从变动趋势来看，三大地区的均值大致均呈现两轮先升后降的趋势，以

２０１２年为分界点，且在第二轮先升后降的过程中，三大地区的变动更加接近。从期初值和
期末值的大小看，１９９４年，东部地区均值为０．１８１２，中部地区均值为０．１２８８，西部地区均
值为０．１２９６。到了２０１８年，东部地区均值为０．２６２８，中部地区均值为０．２６７２，西部地区
均值为０．２３４３，该结果表明，尽管出现了两轮下降过程，但三大地区的期末值都大于期初
值。以上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具有较为明显的易变特征，但即使在波谷，进入率
也维持在１０％以上，数字经济企业一直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图１　三大地区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的均值测算结果

根据表２，从整个时间段各省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均值的大小看，我国所有省份的均
值都小于０．１，即都小于进入率均值，进一步表明数字经济企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其中，
新疆的均值最大为０．０７７４，北京的均值最小为０．０１５７，前者是后者的４．９３倍。分时间段
看，在互联网１．０时代，新疆的均值最大为０．０９２７，北京的均值最小为０．０００３，前者是
后者的３０９倍；在互联网２．０时代，海南的均值最大为０．０９９４，黑龙江的均值最小为

０．０１１４，前者是后者的８．７２倍，差异有所缩小，且最大值和最小值都有所增加；在互联
网３．０时代，新疆的均值最大为０．０６９２，西藏的均值最小为０．０１３７，前者是后者的５．０５
倍，差异进一步缩小，主要是因为最大值减小幅度较大；在互联网４．０时代，江西的均值
最大为０．０７２２，北京的均值最小为０．０１８７，前者是后者的３．８６倍，差异进一步缩小，且

·９·中国地区数字经济的演变：１９９４～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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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值和最小值都有所增加。从变动趋势来看，互联网２．０时代相对于互联网１．０时代，
有２６个省份的均值有所上升；互联网３．０时代相对于互联网２．０时代，发生了明显转变，
有２３个省份的均值有所下降；互联网４．０时代相对于互联网３．０时代，又发生了转变，
有１８个省份的均值有所上升。以上结果表明，在考察期内，数字经济企业的退出率明显
小于进入率，但退出率的地区差异同样明显，且互联网３．０时代是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最
高的阶段。

表２ 各省份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的测算结果

省份

均值 时间层面标准差

１９９４～
２０１８年

１９９４～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年

１９９４～
２０１８年

１９９４～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年

北京 ０．０１５７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２０５　０．０２８７　０．０１８７　０．０１８３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２４７　０．０１２７　 ０．０１２７

天津 ０．０６２９　０．０８４３　０．０５６１　０．０４７６　０．０５５０　０．０２１２　０．０１４２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１０７　 ０．０２４４

河北 ０．０３４５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４３９　０．０５４４　０．０３８２　０．０２４４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２０８　０．０２４１　 ０．０１２１

辽宁 ０．０７１５　０．０７３１　０．０９１８　０．０５９１　０．０５１６　０．０３４４　０．０３５４　０．０３８６　０．０３１０　 ０．０１１３

上海 ０．０５９５　０．０４９６　０．０９４１　０．０４５２　０．０３９９　０．０３７３　０．０５０２　０．０１５８　０．０１６８　 ０．０１６７

江苏 ０．０４９２　０．０５０６　０．０６２８　０．０４２４　０．０３２５　０．０１８６　０．０１３４　０．０２２４　０．００８３　 ０．０１７９

浙江 ０．０５６３　０．０５６２　０．０７２７　０．０４３１　０．０４７３　０．０２３３　０．０３１４　０．０１４１　０．０１１２　 ０．０１８５

福建 ０．０４７０　０．０６７３　０．０５０７　０．０２８９　０．０２７３　０．０２９３　０．０４０３　０．０１６１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１２４

山东 ０．０６２６　０．０８５５　０．０６６８　０．０４５３　０．０３５４　０．０３５７　０．０４４１　０．０２５４　０．０２６３　 ０．０１４２

广东 ０．０４７１　０．０５６４　０．０５７９　０．０３５２　０．０２７５　０．０２５５　０．０３２４　０．０２３７　０．０１１０　 ０．０１１５

海南 ０．０６０６　０．０５３８　０．０９９４　０．０１７３　０．０７１５　０．０６７１　０．０３４１　０．１０５４　０．００８３　 ０．０５８４

山西 ０．０３４７　０．０２３６　０．０３７４　０．０４３６　０．０３８６　０．０１８７　０．０２３５　０．０１３７　０．０１２６　 ０．０１９１

吉林 ０．０６０９　０．０４５１　０．０８７５　０．０５３０　０．０５７９　０．０３８６　０．０４８０　０．０３２７　０．０２９３　 ０．０２２４

黑龙江 ０．０２８３　０．０１３６　０．０１１４　０．０３９６　０．０７０６　０．０３２３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４０１　 ０．０３８９

安徽 ０．０３８２　０．０２２４　０．０５７３　０．０３８３　０．０３６１　０．０２３２　０．０１８１　０．０２７３　０．０１０７　 ０．０１８２

河南 ０．０３９０　０．０２９７　０．０３８４　０．０５１６　０．０４００　０．０１９４　０．０１８１　０．０１２０　０．０２５２　 ０．０１８８

江西 ０．０４２２　０．０３０３　０．０４９９　０．０２９２　０．０７２２　０．０２５７　０．０２０１　０．０１９３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３７４

湖北 ０．０４２９　０．０３８０　０．０５４３　０．０３２４　０．０４８３　０．０１７７　０．０１６６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１１８　 ０．０２４０

湖南 ０．０５５６　０．０６３９　０．０６３８　０．０３５５　０．０５４８　０．０２６９　０．０３１７　０．０２７９　０．０１９３　 ０．０１０９

内蒙古 ０．０４０８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４８３　０．０５８４　０．０５５１　０．０３２０　０．００７１　０．０１６１　０．０５０７　 ０．０１８０

广西 ０．０４４３　０．０４９８　０．０５１７　０．０２６４　０．０４７５　０．０２４３　０．０３６５　０．０１４３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１６９

四川 ０．０４０９　０．０２１６　０．０５３９　０．０４７０　０．０４７６　０．０１９４　０．００７３　０．００８３　０．０２３５　 ０．０１７７

重庆 ０．０４６５　０．０３８２　０．０５８４　０．０３８９　０．０５３４　０．０２４５　０．０２６４　０．０３０８　０．０１０５　 ０．０２００

云南 ０．０４９３　０．０３６８　０．０７１８　０．０３３３　０．０５８９　０．０２９１　０．０３０３　０．０２４７　０．００７１　 ０．０３２８

甘肃 ０．０４７３　０．０５１９　０．０５９３　０．０３０１　０．０４３１　０．０２２４　０．０２７８　０．０２１３　０．００９３　 ０．０１２７

·０１·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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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省份

均值 时间层面标准差

１９９４～
２０１８年

１９９４～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年

１９９４～
２０１８年

１９９４～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年

西藏 ０．０１６６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１２２　０．０１３７　０．０４６９　０．０１９４　０．０１２７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２９３

陕西 ０．０３９６　０．０２４４　０．０４０３　０．０４８６　０．０５５１　０．０２１７　０．０１４０　０．０２７３　０．００７３　 ０．０２５３

贵州 ０．０３６９　０．０１００　０．０６６７　０．０３７２　０．０３８４　０．０３３３　０．０１４０　０．０３１６　０．０３５１　 ０．０１９２

宁夏 ０．０４５７　０．０４１９　０．０５３５　０．０３４７　０．０５６２　０．０２２１　０．０２３２　０．０２３５　０．０１１３　 ０．０２７９

青海 ０．０３９６　０．０３３０　０．０４５７　０．０４２６　０．０３７８　０．０２５８　０．０３８６　０．０２１１　０．０１５９　 ０．０１７１

新疆 ０．０７７４　０．０９２７　０．０８４９　０．０６９２　０．０４６１　０．０３４５　０．０２２１　０．０２０４　０．０５２２　 ０．０２８８

　　从整个时间段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时间层面标准差的大小看，海南的标准差最大为

０．０６７１，湖北的标准差最小为０．０１７７，前者是后者的３．７９倍，两者之间的差异要小于均值
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异。分时间段来看，在互联网１．０时代，上海的标准差最大为

０．０５０２，北京的标准差最小为０．０００５，前者是后者的１００．４倍；在互联网２．０时代，海南
的标准差最大为０．１０５４，黑龙江的标准差最小为０．００５３，前者是后者的１９．８９倍，差异有
所缩小，且最大值和最小值都有所增加；在互联网３．０时代，新疆的标准差最大为０．０５２２，

广西的标准差最小为０．００５４，前者是后者的９．６７倍，差异进一步缩小，主要是因为最大值
明显缩小；在互联网４．０时代，海南的标准差最大为０．０５８４，湖南的标准差最小为０．０１０９，

前者是后者的５．３６倍，差异进一步缩小，且最大值和最小值都有所增加。从变动趋势看，
互联网２．０时代相对于互联网１．０时代，有１９个省份的标准差有所下降；互联网３．０时代
相对于互联网２．０时代，有２２个省份的标准差有所下降；互联网４．０时代相对于互联网

３．０时代，发生了明显转变，有１９个省份的标准差有所上升。以上结果表明，不同省份数
字经济企业退出率随时间波动的差异明显，而且呈现差异先缩小后扩大的态势，在互联网

２．０时代和互联网３．０时代，绝大多数省份的退出率随时间波动的程度都有所减轻。结合前
面对均值的分析结果，总体而言，进入互联网４．０时代后，相较于前三个时代，互联网企业
退出率的均值更大且波动更加不平稳。
下面本文进一步从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的角度对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进行分析。

根据图２，从三大地区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均值的大小看，没有哪个地区一直是均值最大或
最小的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出现最大值的次数最多为１５次，中部地区出现最小值的次数
最多为１１次。从变动趋势来看，三大地区的均值大致均呈现先升后降再升的趋势，且三大
地区之间在变动方面的差异先扩大后缩小又扩大。从期初值和期末值的大小看，１９９４年，

东部地区均值为０．０１７１，中部地区均值为０．００８９，西部地区均值为０．０１１６，到了２０１８年，

东部地区均值为０．０５４５，中部地区均值为０．０７７０，西部地区均值为０．０７２８，该结果表明，
尽管出现了一轮下降过程，但三大地区的期末值都大于期初值。以上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企
业退出率具有易变特征，但即使在波峰，退出率也小于１０％，即小于企业进入率，所以，

即使从退出率看，数字经济企业仍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综上，通过对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和退出率的基本分析，从总体看，数字经济的进入

率明显高于退出率，但各省份之间差异明显，说明数字经济处于不平衡且快速发展阶段。

·１１·中国地区数字经济的演变：１９９４～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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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三大地区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的均值测算结果

在互联网不同发展时代业存在一些差异，在互联网３．０时代，以进入率高增速为特征，在
互联网其他三个时代，则都是以退出率高增速为特征。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属于退出率更
高的地区，中部地区属于进入率更高的地区，说明东部地区的竞争更激烈，中部地区的活
力更充足。

２．泰尔指数分解
由于泰尔指数属于汇总指标，所以本文重点从全国层面和三大地区层面进行分析，其

中，全国层面包含总体差异分析、地区内差异分析和地区间差异分析，而三大地区层面则是
总体差异分析。
首先，分析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情形。根据图３，从全国层面泰尔指数的分解结果看，

地区内差异是导致总体差异的主要因素，且其变动趋势也与总体差异更加接近。从期初值和
期末值大小看，１９９４年，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的总体差异指数、地区内差异指数和地区间
差异指数分别为０．０００８６、０．０００６３和０．０００２３，地区内差异占比为７２．９９％，地区间差异占
比为２７．０１％，到了２０１８年，三种差异指数分别下降至０．０００５５、０．０００４８和０．００００７，地
区内差异占比上升至８７．１７％，主导地位进一步增强，而地区间差异占比下降至１２．８３％。
从变动趋势看，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的总体差异并未呈现稳定的变动趋势，而是具有明显的
波动特征，在互联网１．０时代和３．０时代，大致呈现两轮先升后降趋势，在互联网２．０时
代，大致呈现先升后降再升趋势，在互联网４．０时代，大致呈现上升趋势。数字经济企业进
入率的地区内差异变动趋势类似于总体差异的变动趋势，而地区间差异则几乎在０值附近变
动，只有１９９４年、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９年出现了偏离于０的趋势。结合前文对泰尔指数的定义，
从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角度看，地区总体差异有所减少，由于地区内差异反映的是地区内各
省之间的差异，而地区间差异反映的是三大地区之间的差异，故上述结果表明，地区内部各
省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而三大地区之间的差异则相对小一些。
进一步从分地区层面看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根据图３，没有哪个地区的总体差异始终

是最大值或最小值，其中，西部地区出现最大值的次数最多，东部地区出现最小值的次数最
多。从期初值和期末值的大小看，１９９４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的
总体差异指数分别为０．０００３４、０．０００３７和０．００１０８，到了２０１８年，三大地区总体差异指数
分别为０．０００６１、０．０００２２和０．０００５３，东部地区总体差异有所增加，中部和西部地区总体
差异有所减少。从变动趋势看，结合全国层面的总体差异变动趋势看，三大地区数字经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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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全国和分地区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泰尔指数分解结果

业进入率并未呈现稳定的变动趋势，从互联网１．０时代到互联网３．０时代，西部地区的变动
趋势与全国层面相似，是主导全国层面总体差异变动的主要因素，而在互联网４．０时代，东
部地区的变动趋势与全国层面相似，是主导全国层面总体差异变动的主要因素。进一步将图

３与图１结合起来看，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水平越高的地区，内部差异反而越大，而进入率
水平越低的地区，内部差异反而越小。
其次，分析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情形。根据图４，从全国层面泰尔指数的分解结果看，

与进入率相同，地区内差异是导致总体差异的主要因素，且其变动趋势也与总体差异更加接
近，与进入率相比，退出率的总体差异更小一些。从期初值和期末值大小看，１９９４年，数
字经济企业退出率的总体差异指数、地区内差异指数和地区间差异指数分别为０．０００１２３、

０．０００１１７和０．０００００６，地区内差异占比为９５．１２％，地区间差异占比为４．８８％，到了２０１８
年，三种差异指数分别为０．０００１４、０．０００１０和０．００００４，总体差异有所增加，地区内差异
有所减小，且占比下降至７８．８７％，主导地位有所减弱，而地区间差异有所增加，且占比上
升至２９．１３％。从变动趋势看，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的总体差异并未呈现稳定的变动趋势，
同样具有明显的波动特征，在互联网１．０、互联网２．０和互联网３．０时代，大致呈现两轮先
升后降趋势，在互联网４．０时代，呈现先升后降趋势。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的地区内差异变
动趋势类似于总体差异的变动趋势，而地区间差异则几乎在０值附近变动，只有在１９９６～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１７年之后出现了偏离于０的趋势。以上结果表明，从数字经济
企业退出角度看，尽管地区总体差异小于进入率的地区总体差异，但地区总体差异有所增
加，主要是因为地区间之间的差异有所增加，且地区间差异近些年有扩大的态势。
进一步从分地区层面看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根据图４，没有哪个地区的总体差异始终

是最大值或最小值，其中，东部地区出现最大值的次数最多，中部地区出现最小值的次数最
多。从期初值和期末值的大小看，１９９４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的
总体差异指数分别为０．０００１７、０．００００３和０．０００１３，到了２０１８年，三大地区总体差异指数
分别为０．００００９、０．０００１５和０．００００８，东部和西部地区总体差异有所减少，中部地区总体
差异有所增加。从变动趋势看，结合全国层面的总体差异变动趋势看，三大地区数字经济企
业退出率并未呈现稳定的变动趋势，在互联网１．０时代和２．０时代，东部地区的变动趋势与
全国层面相似，是主导全国层面总体差异变动的主要因素，而在互联网３．０时代和４．０时
代，除了２００９年，中部地区的变动趋势与全国层面相似，是主导全国层面总体差异变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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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全国和分地区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泰尔指数分解结果

主要因素。进一步将图４与图２结合起来看，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水平越高的地区，内部差
异反而越大，而退出率水平越低的地区，内部差异反而越小。
综上，从泰尔指数分解的分析结果看，进入率的地区差异有所缩小，主因是地区内差异

有所缩小，退出率的地区差异有所增加，主因是地区间差异有所增加。无论是哪个层面的地
区差异，地区内差异都占据主导地位，即地区差异主要是由于地区内部各省份之间的差异所
致。从分地区看，就进入率的地区差异而言，早期西部地区主导，后期东部地区主导，就退
出率地区差异而言，早期东部地区主导，后期中部地区主导。进一步从互联网４．０时代的角
度看，相较于前三个时代，总体来看，互联网４．０时代的地区差异更小一些，表明不同地区
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更加具有收敛性。

３．偏离度指数
首先，分析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偏离度指数。根据图５，从全国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偏

离指数的大小看，有１５年的偏离度指数大于０，１０年的偏离度指数小于０，出现正向偏离
的频率为６０％。从三大地区退出率偏离度指数的大小看，东部地区有１０年的偏离度指数大
于０，中部地区有１８年的偏离度指数大于０，西部地区有１１年的偏离度指数大于０，三大地
区出现正向偏离的频率分别为４０％、７２％和４４％。进一步结合互联网发展阶段看，在互联
网１．０时代，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出现正向偏离的频率分别为５７．１４％、４２．８６％、

１００％和５７．１４％，西部地区始终处于正向偏离状态；在互联网２．０时代，四个层面出现正
向偏离的频率分别为５０％、６２．５０％、５０％和３７．５０％，除了东部地区层面，其他三个层面
的频率均有所下降；在互联网３．０时代，四个层面出现正向偏离的频率分别为５０％、

１６．６７％、５０％和３３．３３％，全国和中部地区层面的频率保持不变，东部和西部地区层面的
频率均有所下降；在互联网４．０时代，四个层面出现正向偏离的频率分别为１００％、２５％、

１００％和５０％，所有地区层面的频率均有所上升，全国和中部地区始终处于正向偏离状态。
上述结果表明，在全国和中部地区层面，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偏离指数以正向偏离为主，即
进入率越高的省份，其经济规模越大，而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层面，偏离度指数以负向偏离为
主，即进入率越高的省份，其经济规模越小。
其次，分析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偏离度指数。根据图６，从全国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偏

离指数的大小看，有１９年的偏离度指数大于０，６年的偏离度指数小于０，出现正向偏离的
频率为７６％。从三大地区进入率偏离度指数的大小看，东部地区有２１年的偏离度指数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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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偏离度指数的测算结果

０，中部地区有１２年的偏离度指数大于０，西部地区有２０年的偏离度指数大于０，三大地区
出现正向偏离的频率分别为８４％、４８％和８０％。进一步结合互联网发展阶段看，在互联网

１．０时代，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出现正向偏离的频率分别为８５．７１％、８５．７１％、

５７．１４％和７１．４３％；在互联网２．０时代，四个层面出现正向偏离的频率分别为７５％、

８７．５０％、３７．５０％和８７．５０％，全国和中部地区层面的频率有所下降，东部和西部地区层
面的频率有所上升；在互联网３．０时代，四个层面出现正向偏离的频率分别为１００％、

１００％、６６．６７％和１００％，所有地区层面的频率均有所上升，全国、东部和西部地区始终
处于正向偏离状态；在互联网４．０时代，四个层面出现正向偏离的频率分别为２５％、

５０％、２５％和５０％，所有地区层面的频率均有所下降。上述结果表明，在全国、东部和西
部地区层面，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偏离指数以正向偏离为主，即退出率越高的省份，其经
济规模越大，而在中部地区层面，偏离度指数以负向偏离为主，即退出率越高的省份，其
经济规模越小。

图６　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偏离度指数的测算结果

综上，从偏离度指数的分析结果看，在全国层面，数字经济企业的进入率和退出率都以
正向偏离为主，上述指标越高的省份，其经济规模越大。分地区看，东部和西部地区的退出
率以正向偏离为主，中部地区的进入率以正向偏离为主。上述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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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经济规模之间主要呈现的是正相关关系。

４．协调度指数
前面的泰尔指数分解分析侧重于揭示数字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接下来的协调度指数分

析则侧重于揭示数字经济发展的地区协调性，尤其是相邻省份之间的协调性。分税制改革以
来，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而相互竞争也形成了相互模仿的
倾向，由于数字经济企业的快速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能力都具有影响，所以，推
动数字经济发展也就成为地方政府相互竞争的主要领域。
根据表３，从整个时间段各省份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协调度指数均值的大小看，所有省

份的均值在０．８９到１．００之间，协调度处于较高水平，其中，浙江的均值最大为０．９９５７，
西藏的均值最小为０．８９６９，前者是后者的１．１１倍。分时间段来看，在互联网１．０时代，山
西的均值最大为０．９９５９，西藏的均值最小为０．７６０５，前者是后者的１．３１倍；在互联网２．０
时代，浙江的均值最大为０．９９９２，西藏的均值最小为０．９１８４，前者是后者的１．０９倍，差异
有所缩小，且最大值和最小值都有所缩小；在互联网３．０时代，甘肃的均值最大为０．９９８８，
陕西的均值最小为０．９７２５，前者是后者的１．０２倍，差异进一步缩小，主要是因为最小值增
加幅度更大；在互联网４．０时代，广东的均值最大为０．９９９３，新疆的均值最小为０．９８２０，
前者是后者的１．０２倍，差异进一步缩小，同样主要是因为最小值增加幅度更大。从变动趋
势来看，互联网２．０时代相对于互联网１．０时代，有２３个省份的均值有所上升；互联网

３．０时代相对于互联网２．０时代，有１７个省份的均值有所下降；互联网４．０时代相对于互
联网３．０时代，有２６个省份的均值有所上升。以上结果表明，从整个时间段来看，相邻省
份在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方面的协调度指数处于较高水平，相邻省份间差异较小，尤其是在
互联网２．０时代和互联网４．０时代。

表３ 各省份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协调度指数的测算结果

省份 １９９４～２０１８年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

北京 ０．９８６０　 ０．９７７５　 ０．９９３１　 ０．９８７１　 ０．９８９１

天津 ０．９８０３　 ０．９７７１　 ０．９８０７　 ０．９７２９　 ０．９９６９

河北 ０．９９２２　 ０．９９０６　 ０．９９７７　 ０．９８４９　 ０．９９６５

辽宁 ０．９８９７　 ０．９８４８　 ０．９８５８　 ０．９９５１　 ０．９９８２

上海 ０．９８６６　 ０．９８２１　 ０．９９００　 ０．９８５６　 ０．９９１０

江苏 ０．９８７７　 ０．９８１６　 ０．９８９３　 ０．９９４１　 ０．９８７７

浙江 ０．９９５７　 ０．９９０５　 ０．９９９２　 ０．９９７５　 ０．９９７４

福建 ０．９９３８　 ０．９９２０　 ０．９９４１　 ０．９９２５　 ０．９９８７

山东 ０．９９４７　 ０．９８９５　 ０．９９７０　 ０．９９７２　 ０．９９７５

广东 ０．９９２８　 ０．９８９３　 ０．９９３１　 ０．９９２８　 ０．９９９３

海南 ０．９８９４　 ０．９８９４　 ０．９９３４　 ０．９８２２　 ０．９９２９

山西 ０．９９０９　 ０．９９５９　 ０．９８５４　 ０．９８８１　 ０．９９４６

吉林 ０．９８３３　 ０．９８４１　 ０．９７５０　 ０．９８１６　 ０．９９８６

黑龙江 ０．９８８５　 ０．９９１５　 ０．９８１６　 ０．９８６８　 ０．９９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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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省份 １９９４～２０１８年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

安徽 ０．９８９９　 ０．９９０９　 ０．９８１１　 ０．９９２９　 ０．９９８８

河南 ０．９８５２　 ０．９６９２　 ０．９８９４　 ０．９９２４　 ０．９９９２

江西 ０．９８７２　 ０．９７１４　 ０．９９４０　 ０．９９３８　 ０．９９７２

湖北 ０．９９２７　 ０．９９３９　 ０．９８７５　 ０．９９４１　 ０．９９７６

湖南 ０．９８８６　 ０．９８２１　 ０．９９６９　 ０．９８１２　 ０．９９８３

内蒙古 ０．９９４４　 ０．９９０２　 ０．９９５８　 ０．９９７３　 ０．９９６０

广西 ０．９８８０　 ０．９９１９　 ０．９８７３　 ０．９７６６　 ０．９９８３

四川 ０．９９０６　 ０．９８５９　 ０．９９３６　 ０．９９１５　 ０．９９３７

重庆 ０．９８１９　 ０．９８３７　 ０．９７７５　 ０．９７５２　 ０．９９６０

云南 ０．９８６８　 ０．９７６１　 ０．９９７４　 ０．９８６３　 ０．９９０７

甘肃 ０．９８５４　 ０．９６１３　 ０．９９６０　 ０．９９８８　 ０．９９４５

西藏 ０．８９６９　 ０．７６０５　 ０．９１８４　 ０．９８６２　 ０．９９８３

陕西 ０．９８３５　 ０．９９３２　 ０．９８１０　 ０．９７２５　 ０．９８５０

贵州 ０．９８４８　 ０．９８２４　 ０．９９６３　 ０．９６９４　 ０．９９２６

宁夏 ０．９８０５　 ０．９７３３　 ０．９８４１　 ０．９７８１　 ０．９９２０

青海 ０．９３０９　 ０．８０１４　 ０．９８７３　 ０．９９５６　 ０．９９４０

新疆 ０．９５４７　 ０．９２２７　 ０．９５３６　 ０．９８０６　 ０．９８２０

　　下面进一步从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的角度对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协调度指数进
行分析。根据图７，从协调度指数均值的大小看，没有哪个地区的均值一直是最大的或最
小的，东部地区出现最大值的次数最多，西部地区出现最小值的次数最多。从变动趋势
看，三大地区均大致呈现波动式上升的趋势，尤其是西部地区更加明显。从期初值和期末
值的大小来看，１９９４年，东部地区均值为０．９９１３，中部地区均值为０．９８０５，西部地区均
值为０．８８０３，到２０１８年，东部地区均值为０．９９１７，中部地区均值为０．９９７２，西部地区均
值为０．９９４２，三大地区的期末值都大于期初值，且三大地区之间在协调度指数方面的差异
也有所缩小。以上结果表明，就相邻省份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水平看，东部和中部地区内
部相邻省份之间的发展差异始终较小，西部地区尽管期初差异较大，但期末差异已经明显
缩小。
根据表４，从整个时间段各省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协调度指数均值的大小看，所有省份

的均值在０．４６到１．００之间，相较于前面的进入率，协调度处于较低水平，其中，浙江的均
值最大为０．９８６２，北京的均值最小为０．４６４５，前者是后者的２．１２倍。分时间段来看，在互
联网１．０时代，浙江的均值最大为０．９７５８，北京的均值最小为０．０２２３，前者是后者的

４３．７６倍；在互联网２．０时代，湖北的均值最大为０．９９３８，北京的均值最小为０．４６３５，前
者是后者的２．１４倍，差异有所缩小，且最大值和最小值都有所增加，尤其是最小值增加幅
度明显；在互联网３．０时代，辽宁的均值最大为０．９９５２，西藏的均值最小为０．６４８８，前者
是后者的１．５３倍，差异进一步缩小，且最大值和最小值都有所增加；在互联网４．０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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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三大地区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协调度指数的均值的测算结果

四川的均值最大为０．９９９８，海南的均值最小为０．７６３０，前者是后者的１．３１倍，差异进一步
缩小，且最大值和最小值都有所增加。从变动趋势来看，互联网２．０时代相对于互联网１．０
时代，有２７个省份的均值有所上升；互联网３．０时代相对于互联网２．０时代，有２３个省份
的均值有所上升；互联网４．０时代相对于互联网３．０时代，有１８个省份的均值有所上升。
以上结果表明，从整个时间段来看，相邻省份在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方面的协调度指数尽管
处于较低水平，主要表现为最小值都小于０．８，但在不同阶段，多数省份的均值都呈上升趋
势，意味着相邻省份之间在退出率方面的差异逐渐缩小。

表４ 各省份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协调度指数的测算结果

省份 １９９４～２０１８年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

北京 ０．４６４５　 ０．０２２３　 ０．４６３５　 ０．８５６０　 ０．７６３６

天津 ０．６７２６　 ０．１９３２　 ０．８４０３　 ０．９６５７　 ０．８９８３

河北 ０．８３４０　 ０．５３４７　 ０．９５０５　 ０．９８９０　 ０．９９６１

辽宁 ０．８６７３　 ０．６６３４　 ０．９２０２　 ０．９９５２　 ０．９９０６

上海 ０．８６７８　 ０．６４５３　 ０．９５６８　 ０．９８９８　 ０．９７３８

江苏 ０．９５７７　 ０．９１４７　 ０．９６７２　 ０．９９２４　 ０．９７４８

浙江 ０．９８６２　 ０．９７５８　 ０．９９１２　 ０．９９１７　 ０．９８９９

福建 ０．９５９９　 ０．９６６６　 ０．９５７６　 ０．９８３４　 ０．９１５２

山东 ０．９０７０　 ０．７６９５　 ０．９５２７　 ０．９７７３　 ０．９９６５

广东 ０．９４４２　 ０．９４６６　 ０．９４８８　 ０．９７７３　 ０．８８１５

海南 ０．８４２３　 ０．８６９４　 ０．８８３０　 ０．８１１４　 ０．７６３０

山西 ０．８６７４　 ０．６５３８　 ０．９５６５　 ０．９７４１　 ０．９７８８

吉林 ０．９２０７　 ０．８６６１　 ０．９０９３　 ０．９５９０　 ０．９９２２

黑龙江 ０．７０５７　 ０．７８０３　 ０．４８７４　 ０．６９０９　 ０．９６０４

安徽 ０．８９１２　 ０．７２５０　 ０．９４９４　 ０．９８３８　 ０．９８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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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省份 １９９４～２０１８年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

河南 ０．９５７１　 ０．９２６１　 ０．９５１４　 ０．９７８８　 ０．９９６７

江西 ０．９１０６　 ０．８３９０　 ０．９２８６　 ０．９８３１　 ０．９１３６

湖北 ０．９７４２　 ０．９５５８　 ０．９９３８　 ０．９７０９　 ０．９８１６

湖南 ０．９４７９　 ０．９０５５　 ０．９７９６　 ０．９５３３　 ０．９６８９

内蒙古 ０．９０５２　 ０．７６１２　 ０．９７２８　 ０．９６１０　 ０．９９０９

广西 ０．９６５２　 ０．９５２１　 ０．９７３３　 ０．９５７３　 ０．９８９４

四川 ０．９６５９　 ０．９４５７　 ０．９８２６　 ０．９５０８　 ０．９９９８

重庆 ０．９７０２　 ０．９７５６　 ０．９５５５　 ０．９６６８　 ０．９９００

云南 ０．９５７６　 ０．９３８９　 ０．９４５３　 ０．９８４７　 ０．９７５６

甘肃 ０．９５２２　 ０．９５４６　 ０．９５５０　 ０．９１８７　 ０．９９３２

西藏 ０．５３３０　 ０．２９２１　 ０．４６５０　 ０．６４８８　 ０．９６００

陕西 ０．９３４０　 ０．９２０１　 ０．９０１８　 ０．９６１１　 ０．９７７４

贵州 ０．７５１４　 ０．３４８４　 ０．９７２３　 ０．８９４４　 ０．９５６３

宁夏 ０．９４６７　 ０．９３１７　 ０．９４２８　 ０．９４４７　 ０．９８６６

青海 ０．８１０８　 ０．４８７２　 ０．９２７８　 ０．９９１８　 ０．９８１８

新疆 ０．７９８６　 ０．６３７２　 ０．８２６２　 ０．８５１４　 ０．９９３８

　　下面进一步从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的角度对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协调度指数进行
分析。通过对比可知，相较于进入率，三大地区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的协调度小于０．８的情
形更多。根据图８，从协调度指数均值的大小看，没有哪个地区的均值一直是最大的或最小
的，中部地区出现最大值的次数最多，东部地区出现最小值的次数最多。从变动趋势看，与
进入率相同，三大地区均大致呈现波动式上升的趋势。从期初值和期末值的大小来看，１９９４
年，东部地区均值为０．５４１８，中部地区均值为０．６１６７，西部地区均值为０．５８１５，到２０１８
年，东部地区均值为０．９７３８，中部地区均值为０．９８５１，西部地区均值为０．９９０１，三大地区
的期末值都明显大于期初值，且三大地区之间在协调度指数方面的差异也有所缩小。以上结
果表明，就相邻省份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水平看，三大地区在期初的差异较大，即地区内不
同省份之间在退出率方面差异明显，但到了期末，差异已经明显缩小。
综上，从协调度指数的分析结果看，在相邻省份层面，进入率的协调性处于较高水平，

而退出率则处于较低水平，表明相邻省份间，数字经济发展在企业进入方面的模仿性更强。
分地区看，所有地区的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和退出率协调度都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在进入
互联网４．０时代后，三大地区之间的差异也明显缩小。

四、数字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

发展数字经济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而经济增长也会相应地反作
用于数字经济发展，给予数字经济更大的发展空间。本文利用ＰＶＡＲ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关
系进行分析，主要使用ＰＶＡＲ模型的动态冲击分析方法。在使用ＰＶＡＲ模型进行分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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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三大地区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协调度指数的均值的测算结果

需要进行一系列相应的检验。首先要对数据的稳定性进行检验，本文采用ＩＰＳ、ＨＴ和

Ｆｉｓｈｅｒ　ＡＤＦ三种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

根据表５，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退出率以及经济增长率都通过了三种面板数据单位根
检验，拒绝了原假设，表明数据都是平稳的。

表５ 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

ｂｉｒｔｈ　 ｄｅａｔｈ　 ｄｇｄｐ

ＩＰＳ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ＨＴ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６

Ｆｉｓｈｅｒ　ＡＤＦ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注：所有单位根检验的原假设：“原数据存在单位根”。汇报的为均值单位根检验对应的Ｐ值。

其次，进行最优滞后阶数检验，最优滞后阶数为所对应的检验值最小的情形，根据表

６，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与经济增长对应的ＰＶＡＲ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３阶，数字经济企
业退出率与经济增长对应的ＰＶＡＲ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２阶。

表６ 最优滞后阶数检验结果

ｂｉｒｔｈ＆ｄｇｄｐ　 ＭＢＩＣ　 ＭＡＩＣ　 ＭＱＩＣ

１ －３０．８２３１＊＊＊ ２１．７１８０　 １．２４７９

２ －１４．１５３４　 ２０．８７４０　 ７．２２７３

３ －１４．９５５１　 ２．５５８６＊＊＊ －４．２６４８＊＊＊

ｄｅａｔｈ＆ｄｇｄｐ　 ＭＢＩＣ　 ＭＡＩＣ　 ＭＱＩＣ

１ －３４．６４９９＊＊＊ １７．８９１２ －２．５７８９

２ －３０．０８０８　 ４．９４６６ －８．７００２＊＊＊

３ －１３．８６９９　 ３．６４３９＊＊＊ －３．１７９５

　　注：＊＊＊表示最优滞后阶数。

最后，进行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检验。根据表７的检验结果，在１０％的水平上，数字经
济企业进入率与经济增长互为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原因，在１０％的水平上，企业退出率是经济增
长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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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检验

结果变量 原假设 自由度 Ｐ值

ｂｉｒｔｈ＆ｄｇｄｐ
ｂｉｒｔｈ　 ｄｇｄｐ不是ｂｉｒｔｈ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３　 ０．００００

ｄｇｄｐ　 ｂｉｒｔｈ不是ｄｇｄｐ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３　 ０．００００

ｄｅａｔｈ＆ｄｇｄｐ
ｄｅａｔｈ　 ｄｇｄｐ不是ｄｅａｔｈ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２　 ０．３３７０

ｄｇｄｐ　 ｄｅａｔｈ不是ｄｇｄｐ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２　 ０．００００

　　首先，分析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根据图９，就冲击对自身
的影响而言，无论是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冲击，还是经济增长冲击，都将导致自身以向上波
动为主，且影响都是显著的，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在第７期前后进入向下波动过程，而经济
增长则在第２期之后进入向上波动过程，两者在考察期内均未收敛至均衡值，其中，数字经
济企业进入率的波动幅度更大一些。该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和经济增长变动都具
有较强的惯性。进一步分析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根据图９，数
字经济企业进入率冲击将导致经济增长始终保持向上波动，且影响是显著的，在考察期内未
收敛至均衡值。与之不同，经济增长冲击将导致数字经济进入率始终保持向下波动，且在第

４期之前影响是显著的，在考察期内同样未收敛至均衡值。从影响幅度看，数字经济企业进
入率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幅度更大一些。上述结果表明，提高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有助于
推动经济增长，且推动作用具有持续性。然而，经济增长却会对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产生相
对短暂的负面影响。总体来看，提高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更大
一些。①

图９　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与经济增长情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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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分析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根据图１０，就冲击对自
身的影响而言，无论是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冲击，还是经济增长冲击，都将导致自身始终保
持向上波动，且影响都是显著的，两者在考察期内均未收敛至均衡值，其中，数字经济企业
退出率的波动幅度更大一些。该结果表明，与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相同，数字经济企业退出
率具有较强的惯性。进一步分析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根据图

１０，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冲击同样将导致经济增长始终保持向上波动，且影响是显著的，在
考察期内未收敛至均衡值。与之相似，经济增长冲击将导致数字经济进入率始终保持向上波
动，但影响并不显著，在考察期内同样未收敛至均衡值。从影响幅度看，数字经济企业退出
率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幅度更大一些。上述结果表明，提高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也有助于
推动经济增长，且推动作用具有持续性。同时，经济增长也会提高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总
体来看，提高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更大一些。

图１０　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与经济增长情形

综上，从ＰＶＡＲ模型的分析结果看，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和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的上
升，都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说明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期对经济增长有很强的带动作用。企业
进入率的上升主要是通过增强市场竞争的渠道推动经济增长，企业退出率上升则主要是通过
淘汰落后产能的渠道推动经济增长，两者都有助于形成一个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因此，未
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方案之一就是要保持数字经济企业进入和退出渠道畅通，充分发挥市
场机制对企业进出的调节作用。

五、结论与建议

数字经济作为构建信息时代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先导力量，现有的研究主要使用宏观层面
数据展开对数字经济的测度和分析，本文则使用企业微观数据，筛选出符合数字经济发展特
征的企业样本，经处理得到各省份数字经济进入率和退出率指标，以此衡量数字经济发展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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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揭示中国数字经济的演变过程。同时，本文还进一步利用上述数字经济指标，实证检验
了数字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从数字经济发展的整体情况看，数字经济企业的进入率明显高于退出率，但各省

份之间差异明显，说明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区域不平衡且整体快速发展的态势。在互联
网不同发展时期，数字经济整体发展存在差异，在互联网３．０时代，数字经济发展的特点为
企业进入率高增速，在其他三个时期，数字经济发展的特点则都为企业退出率高增速。中国
三大地区的数字经济整体发展也各有特点，东部地区属于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更高的地区，
中部地区属于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更高的地区，说明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企业竞争更激烈，
中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活力更充足。
第二，从数字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性看，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的地区差异有所缩小，主

因是地区内差异有所缩小；而数字经济企业退出率的地区差异有所增加，主因是地区间差异
有所增加，数据经济发展的区际差异在逐渐缩小。分地区看，就企业进入率的地区差异而
言，早期是西部地区主导，后期则是东部地区主导；就企业退出率地区差异而言，早期是东
部地区主导，后期则是中部地区主导。进一步偏离度指数分析表明，东部和西部地区的企业
退出率以正向偏离为主，中部地区的企业进入率以正向偏离为主。从数字经济发展的地区收
敛性看，在相邻省份层面，企业进入率的协调性处于较高水平，而企业退出率则处于较低水
平，表明相邻省份间，数字经济发展在企业进入方面的模仿性更强。此外，三大地区的数字
经济企业进入率和退出率的协调度都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而且该趋势在进入互联网４．０时
代后明显趋近，说明近年来各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差异在减弱。
第三，从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无论是提高数字经济企业进入率，还是提高数

字经济企业退出率，都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说明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很强的互动
耦合关系，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企业进入率主要通过增强
市场竞争的渠道推动经济增长，而企业退出率主要通过淘汰落后产能的渠道推动经济增长，
两者都有助于形成一个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根据以上结论，关于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本文认为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继续培育和壮大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各级政府应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速推进数字产业化发展，
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挥数字经济在新基建中的核心
作用，加大新基建在经济活动深化中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依托数字经济培育经济新形
态，构筑竞争新优势，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其次，积极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市场机制对数字经济企业的调节主要体现在保持

较高的市场竞争程度和合理退出机制。较高的市场竞争程度和合理退出机制，有助于提升数
字经济企业的实力，推动中国数字经济量质齐升。因此，各级政府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过
程中应遵循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保证企业进入和退出决策具有自主性。充分
用好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针对数字经济的产业特征，做好扶持和监管，发挥数字经济产业
中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优势，促进市场健康发展。
最后，推动地区数字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目前，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发

展较快，而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则不够充分，这种差距有助于形成差异
化合作局面，前者为后者提供更新的技术，后者为前者提供丰富的生产资料，但也可能形成
“核心－外围”的区域数字极化局面。为了减轻数字发展鸿沟带来的新的区际差异，需要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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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思路，组织构建相应的协调机构，鼓励并支持数字经济发展较充分的
地区与数字经济发展不够充分的地区展开地区合作，在国内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形成优势互
补的格局，并支持发展不够充分的地区进行更多的技术投资。在这一过程中既需要市场机制
对发展较快地区的激励，也需要政府对发展不充分地区的政策支持，努力形成地区数字经济
协调发展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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